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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三百七八十个出场人物中，具有士人身份的就多达一百余人。吴敬  要这部杰出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各个角度描写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求。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是惨遭镇压，或是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肯定也不否定。从对他们生活、命运的描写人手，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未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泞沉的失望而告终，将目光转向“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出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
《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猎取富贵。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白首穷经，生活困苦；有的寄人篱下，周游四方；有的故作放达，攀附豪门；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这些人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

 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少的评论家已有所论及。台湾的文学评论家陈妙香在他《〈儒林外史〉所反映的读书人形象》一书中把读书人的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苦读文人。第二类官僚缙绅，包括乡官胥吏、乡绅土豪。第三类“浪子名士”。当代评论家李汉秋在《清代小说》一书中也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四类：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无知腐儒；装腔作势、厚颜无耻的无聊名士；以权谋私、虚伪狡诈的官绅；洁身自爱、愤世嫉俗的贤人、奇人、下层人。

以上两种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式各有其合理的地方，陈妙香先生的分类是从各种人生活的内容方式上加以区分的；而李汉秋先生则是从对八股的认识和对封建礼教的认识角度加以区分的。而我则认为区分小说的人物想象应该从其生活遭遇、反映的思想内涵及形象所显示的思想意义上进行分别归类，这样的归类方式会更有利于我们对小说进行批判继承，从而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改造我们现行社会中的弊端。就本篇来讲，这样划分人物形象更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儒林群丑、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同时，思考如何改进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从而去除现行教育制度的某些弊端。由此，我认为，《儒林外史》的儒林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醉心举业、老年得中，立即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爪牙，成为科举制度的积极推行者。这类人以周进、范进为代表。周进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由于他呆头呆脑、不通世故，在塾馆中“安身不牢”被人辞退，“弄得他连几两银子，一碟老菜叶的生活也过不成”，只得跟着跑生意的姐夫去记帐。一天他来到贡院（考场），“见两块号板（考生的桌椅）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后来得到几个商人的资助，捐了一个监生资格，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山东乡下的一个穷老头，不过三年就“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平步青云，从此“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范进是一个54岁的老童生，由于学道大人周进与他命运类似，同情他“考过二十余次”都未曾进学的遭遇，录取他为第一名秀才。接着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同样是“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这两个人一辈子埋头于八股，不问世事，被科举弄得灵魂麻木，头脑简单，浅陋无知，成为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科举制度的得力工具，变成荼毒社会的庸才。酎金只懂八股，把诗词歌赋一概斥为杂学，他当了学道后，有个童生只不过要求面试诗词，他便按八股程式训斥他：“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并且叫那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范进官做到学道，竟不知道苏轼为谁。
二是白首穷经，困顿终生或至死不悟或中途醒悟、但已家破人亡，这类人物的代表是马二先生、倪老爹等。马二先生笃厚老师诚恳认真，他为了救助别人免于大祸，不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但他一生深受科举的毒害而不自觉，他补廪24年，始终没爬上去，对此他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死心塌地去搞八股时文选本，苦口婆心地劝导别人搞举业。马二先生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由于他勤勤恳恳地为八股做宣传，实际上也帮助统治者推行了八股科举制度。倪老爹做了37年秀才，最后不得不以修补乐器糊口，却养不了家，六个子女，死了一个，卖掉了五个，自己也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一生。倪老爹的总结一语中的，“坏就坏在了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
三是寄人篱下，周游四方，或为人作幕，或故作放达，名士自居，这些人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科场无望，谋生乏术，于是混迹江湖，胡诌几句诗附庸风雅，冒充名士，而接近官府。这些人以客死他乡的牛布衣、西湖名士、娄府清客为代表。

以上三种人物不管其结局如何，有何作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八股科举制度崇拜得五体投地，并都深受其害，从而揭露出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

《儒林外史》在刻画各类不同的人物形象时大多采用了讽刺的手段，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讽刺既非哗众取宠，也非尖酸刻薄，的态度严肃，直面社会，始终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八股取士制度。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喜剧性的，但骨子里则是悲剧性的。当我们读到小说中俯拾即是的讽刺性描写时，禁不住会发笑，但笑过之后，不免深思：被吞噬了灵魂的儒林群丑，他们所以陷入可笑、可耻、可悲的境地，全然是罪恶的八股取士制度所致，他们是令人厌恶和鄙夷的，也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傅继馥的《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中明确指出“《儒林外史》是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因此，既写了八股功名对广大士子的腐蚀又不是把他们写成是群丑，小说对他们进行讽刺的同时，又描写他们虽然在长期腐蚀和百般折磨下，仍然在心灵上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格，明确地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丑类。”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人物形象呢？究其根源，无外乎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另一个则是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教育的理念和思想。
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对应的行动，商品社会里必然会出现商品拜物教，八股社会里自然也会出现八股拜物教。八股拜物教是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的极端表现。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八股文章本来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硬模式，到此已被神化为点金术那样的魔术了。马二先生劝匡超人说：“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可就荣宗耀祖……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的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居然有疗饥止痛的奇效！这哪里是对某一学术的信服，已经是把物神化得宗教迷狂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也难怪会有像周进、范进那样的对八股的痴迷以及考中后失态发狂的举动了；也就难怪会有像马二先生、倪老爹那样，为了科考白首穷经困顿终生而家破人亡、执迷不悟了；更难怪会有牛布衣、西湖名士，娄府清客那样在科考无望谋生乏术的情况下，去到处冒充名士、附庸风雅了。
由此我想到，在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中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建立严密而合理的教育思想体系，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特征的人才。教育思想来源于教育实践，又指导着教育实践，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是要为21世纪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服务的。为此我们要转变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培养创新的教育观念；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知识教育观念；转变以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的教育观念；转变以数量规模为中心的办学思想，树立讲求质量效益的办学观念。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培养出像范进那样做了学道却不知苏轼为谁的“人才”，才不会培养出像匡超人那样连最起码的文化常识都不知，自称为“先儒”的“人才”，才不会培养出像张静斋那样“笃信八股”，却不知八股在何时由何人制定的“人才”。唯有如此，我国的教育才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真正开展素质教育。

   《儒林外史》中出现“群丑”形象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方法。做八股文章，程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不准触及任何实际问题。小说描写了鲁小姐等人学习八股文的方法：“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八股），先把王守溪（明八股名家）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起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最后把八股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有余篇”。这样培养出的“人才”自然成了“两脚书橱”。《儒林外史》通过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揭示八股举业对智能的破坏更加严重。从学习到考试，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禁锢智慧，昏人神志”，记忆淹没了一切。创造性的想象原应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如今却丧失殆尽。八股科举使“三百万可用之精力”陷在“不知不识，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绝境之中。八股科举也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由此联想，我们当今的教育发展到90年代中期，考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考、中考、会考以及由这些繁衍出来的阶段性考试检测——月考、、季考、学期考、学年考，考得师生晕头转向，考得广大学生苦不堪言而又孤陋寡闻，高分低能。分数——成绩——升学率成了教育教学唯一显形的直接评价指标。分数教学、应试教学，一张试卷定终身，这与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形式是何其相似啊！应试教育造成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也只是把要考的内容拿来教，有时甚至只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差异，把“教室变成一部大机器，进去的是活泼泼的少男少女，出来时成了一模一样型号的肉罐头！”“孩子们入学时像个问号，而毕业时像个句号。”（厄尔·波斯特曼）凡事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想法，完全扼杀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把应试教育放在首位，把升学率当作评价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唯一标准，把学生能考出高分当作人才的绝对指标。由此种方式教出来的学生和鲁编修之女所讲的读书学习考试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学习方法指导下，培养出的都是一些“烂忠厚无用”“不中用的货”，那么在这种应试教育方式下培养出的也无非是能考出高人的“低能儿”而已。考试和选拔制度是教学的源头和根本，正本清源，就更要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成为可能。
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正在不断地加大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改革的力度，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儒林外史》中的儒林群像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应试教育下的“人才像”。重读《儒林外史》，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今日读之，便会猛然惊醒那些死守着旧的教育观、人才观不放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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